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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词传播系统中的 “不和谐音 ”:豪放词

杨 雨

摘　要:词以 “婉约”为主流是由词的传播性质决定的 ,从

传播学角度而言 , “婉约” 、“柔媚 ”是词创作和理论界对词

体性的基本认识 , 也即在词的发展历程中形成的对词这种

文体特性的 “一致概念 ”。 而北宋苏轼以他的 “不合理行

为”给已经相对稳定的词之示现媒介传播系统带来了 “不

和谐”因素 , 或称 “不调和 ”因素。 苏轼以及后继之辛弃疾

等人的创作实践和理论引起了词的接受者的三种不同态

度:其一是接受者完全认同并赞赏苏轼的创举 , 主张不应

拘于 “婉约”一统天下的局面;其二是坚持长期以来凝定的

词之 “婉约”本色 , 反对苏轼的革新;其三是存保留意见 , 或

接受苏 、辛词作中偏婉约的部分 , 却刻意忽略粗豪的那部

分 , 其实质仍是以 “婉约”作为词的基本美学要求。尽管经

过几代豪放词人的努力 , “豪放 ”终于在 “婉约”主流之外

别立一宗 ,显露出独特的美学风貌 , 但豪放词派的创作和

理论引起接受者态度的改变是渐进的 , 而且始终处于矛

盾 、徘徊的状态。由于豪放词不能适应词的根本传播性

质 , 因此豪放词始终没有从根本上撼动词坛 “婉约”的主旋

律 , 就好象交响乐中的 “不和谐音 ”一样 , 始终只能作为主

旋律的对立面出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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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明代张綖首次提出 “婉约 ”与 “豪放 ”两大基本范畴以

来 ,词学界对此几乎形成通识 ,尽管唐宋词人从来未曾有意识

地将自己归为 “婉约 ”或是 “豪放 ”词人 ,但 “婉约 ”派与 “豪放 ”

派之说几乎为唐宋时期所有的词人都进行了非此及彼的规范

和定性 。例如 《四库全书提要 · <东坡词 >提要 》评曰:

词自晚唐 、五代以来 ,以清切婉丽为宗 ,至柳永而一变 ,如

诗家之有白居易。至轼而又一变 ,如诗家之有韩愈 ,遂开南宋

辛弃疾等一派 。寻源溯流 ,不能不谓之别格 ,然谓之不工则不

可 。故今日尚与 《花间 》一派并行 ,而不能偏废 。
[ 1] (p62)

此处虽然没有像张綖 、徐师曾 、王世祯等人那样明确标举

“婉约 ”和 “豪放 ”两大范畴 ,但言下之意很明显 , 《花间 》为正

宗 ,苏 、辛乃为 “别格 ”,仍是对 “婉约 ”和 “豪放 ”两大流派阐释

的延伸 。

可以说 ,如 “天风海雨 ”般 “逼人 ”的东坡词一出 ,虽然在苏

轼只是率性为之 ,却震撼了整个北宋词坛 ,他的大量唱和 、“写

呈 ”之作 ,以及他所作 “多不谐 ”的乐府词使得他的大部分作品

必须通过再现媒介(书简等纸质媒介或印刷品)为主要传播渠

道 ,而不能借助北宋普遍流行的示现媒介(以面对面的口头传

播为主要手段 ,如歌女在歌筵酒席上的歌唱即示现媒介期的

主要传播渠道),如果不是后来秦观 、晏几道等人以自己的创

作实践作了 “逆溯之回流式 ”
[ 2]
的努力 ,苏轼的创作实践几乎

可以将文人词的时代提前五十年 。苏轼对词坛之震撼一方面

来自他凭借自身旷世逸才而形成的与时风迥异的创作风格 ,

一方面也来自于当时他在文坛的影响力和号召力。但是 ,苏

轼在词坛的横空出世不仅在当时 ,而且在后世都一直是让词

学理论界伤透了脑筋的 “异类 ” 。

在当时 ,词正处于如火如荼之以示现媒介系统为主的歌

者之词的时代 ,词坛时尚正是如王灼所说的 “独重女音 ” 、“尚

婉媚 ”,王炎在其 《双溪诗余自序 》中也承认:“长短句宜歌而不

宜诵 ,非朱唇皓齿无以发其要妙之声 ”
[ 3] (p128)

。正是基于这样

的认识 ,北宋宗工巨儒偶作小词虽被清流嘲讽 ,但他们与时代

同步的审美意识和创作实践仍然为词的宛转绵丽锦上添花 。

因此才会有张先与宋祁 “云破月来花弄影郎中 ”和 “红杏枝头

春意闹尚书 ”的彼此欣赏 ,才会有欧阳修倒屣迎 “桃杏嫁东风

郎中 ”的佳话 ,亦才会有晏殊晚子晏几道 “梦魂惯得无拘检 ,又

踏杨花过谢桥 ”句被道学家程颐冠以 “鬼语 ”的称赏 。

显而易见 ,从唐代刘禹锡 、白居易等少数文人首先感染到

民间歌者之词的 “含思宛转 ” 、“听可动人 ”的 “淇澳之艳 ”,到

以温庭筠为代表的 《花间 》词人的清歌隽语 、侧艳之词以及南

唐词人的哀婉缠绵 ,再到北宋人的或风流闲雅如晏 、欧 ,或怨

抑幽婉如柳 、秦 ,人们都已经习惯了词在这漫长的发展过程中

所逐渐凝定的基本特性 ,尽管此时尚未建立系统的词学理论 ,

但无论是理论批评者(事实上 ,在李清照之前并未出现真正意

义上的词学理论批评者)、词人 、还是歌者 、普通听曲儿的老百

姓 ,心中的潜意识或显意识里都已经为词的 “当行 ”“本色 ”下

了自己的定义。苏轼的出现不仅仅是 “吹皱 ”了北宋这一池波

纹轻漾的 “春水 ”,而是以 “天风海雨 ”的 “逼人 ”之势在这池

“我本温柔 ”“侬本多情 ”的 “春水 ”中掀起了巨浪。从传播学

的角度而言 ,苏轼的创作实践和理论实在是给原本一派旖旎

浪漫的北宋词坛奏响了一曲 “不和谐音 ”。

“所有科学都强调一致(consistency)的概念 。一致的概念

认为 ,现象都是有序的(或一致的)。正是这种概念 ,使得事物

具有可预见性。”
[ 4] (p155)

在苏轼之前 ,文人 、歌者对于词 “一致

的概念 ”就是词必须以婉媚的风格来配合歌者婉媚的姿容与

歌喉 。词历经三百来年的酝酿早已在人们心中奠定了对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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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概念 ”,那就是侧艳 、柔媚 。因此 ,不管你是市井百姓 ,还

是乐工歌妓 ,不管你是出将入相的政坛风云人物 ,还是博学广

识的学者鸿儒 ,不管你是指点江山的王室显贵 ,还是激扬文字

的文坛巨擘 ,如果要染指词坛 ,那么也应该遵循词坛已成定论

和共识的 “一致概念 ”。事实上 ,大多数人也确实是这么做的。

对这一现象 ,传播学有明确的解释:

人类行为中的一致概念是将物理世界的一种普遍观念向

人类行为领域的扩展 。各种理论家争论的是 ,人类是以一些

不同的方式追求一致的 。这些方式表现在各种态度之间 、行

为之间 、态度与行为之间 ,也表现在我们对这个世界的理解方

面 ,甚至表现在人格的发展上 。简言之 ,我们试图以我们自己

看来有意义及合理的方式组织我们的世界。
[ 4] (p155)

北宋各个阶层 、各种不同身份地位的文人在涉及词创作

时都不由自主的迎合了歌者之词时期已经形成的 “一致概

念 ” ,甚至作出与他们在庙堂或在其他场合所表现出的道貌岸

然不一样 ,在作词时却显示出委婉缠绵的一面 ,他们正是以

“不同的方式 ”在追求词风的 “一致 ”。当他们走下庙堂 ,置身

于绿鬟红袖的词之传播场境中时 ,他们也会改变惯常的态度

与行为 ,而表现出与词的领域的一致性。换言之 ,当他们正襟

危坐在庙堂之上时 ,他们表现出与庙堂那个传播场境一致的

严肃性和理性 ,他们的态度和行为便追求与庙堂中的人群的

态度和行为保持一致;而当他们轻松地听曲儿唱词的时候 ,他

们的态度和行为便与歌者这一特殊传播人群的态度和行为保

持一致 。总之 ,无论他们身处何种传播场合 ,他们总是以他们

“自己看来有意义及合理的方式组织 ”并努力适应着他们的世

界 ,在他们眼里 ,庙堂有庙堂的立身规范 ,歌词有歌词的游戏

规则 ,这两个不相交叉的领域分别以各自 “有意义及合理的方

式 ”营造了自己的世界 ,在不同的世界里 ,文人所表现出来的

态度和行为理所当然也会有不同 ,但与他们当下所处的世界

却是相符合的 、是一致的 。

在词的世界里 ,文章之仁义道德与小词之花草月露并非

水火不容的对立面 ,而是各自从属于不同传播现象的 “一致概

念 ”。中国本有文以载道诗以言志的传统 ,这亦是诗文长期发

展过程中形成的 “一致的概念 ”,后起之词于是独占了 “缘情 ”

的领地 ,不管你是什么人 ,作词时都应该遵循这已定的游戏规

则 。也就是说 ,哪怕你是身披战袍的将军 ,你吟唱出 “酒入愁

肠 ,化作相思泪 ”的 “消魂语 ”是合理的 ,可是 ,如果偏偏要 “关

西大汉 ”“绰铁板 ”唱 “大江东去 ”,那就是不合理的 ,苏轼的创

作和理论却偏偏要打破这普遍 “一致的概念 ”。从传播学角度

而言 ,这种对 “一致概念 ”的打破 ,实质上是苏轼以他的 “不合

理行为 ”给已经相对稳定的词之示现媒介传播系统带来了 “不

和谐 ”因素 ,或称 “不调和 ”因素 。

尽管在一个相对稳定的传播系统里 ,人们总是在试图适

应这个传播系统既定的 “一致的概念 ”,可是当 “不调和 ”因素

已经不可避免地出现时 ,它必然会影响到人们对固有的 “一致

概念 ”的重新认识和反思。因为既然不调和因素已经出现 ,既

然回避是不可能的 ,那么就只有面对它。

对苏轼的 “不合理行为 ”造成的北宋词坛 “不和谐 ”音 ,传

播系统中 “面对 ”的方式和效果可以从主观(作者本人 ,即信

源)与客观(读者 ,即信宿 ,这里通常特指对苏轼的创作进行评

论的文人或理论家)两方面来分析 。首先从苏轼本人的主观

方面来看 ,苏轼作为这一传播活动的主角 ———传播者(信源),

他既然已经作出 “不合理行为 ”的选择 ,并且已经意识到这种

“不合理行为 ”一定会造成既有传播系统的 “不和谐 ”,那么首

先他本人就要为这种 “不合理行为 ”和 “不和谐 ”的效果作出

“合理的 ”解释 。苏轼给出的 “合理解释 ”同样可以从两方面来

探讨 。

首先是苏轼的身份和他在北宋文坛的地位。苏轼无论在

北宋的政坛上还是文坛上都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人物 。在

政坛上 ,他曾一度是胸怀大志的朝廷重臣 ,不少文人名士都受

到他的提掖;文坛上 ,苏轼更是赫然身处 “盟主 ”的地位 ,并且

他也以 “盟主 ”自勉 ,因此他的文学创作和理论必然深刻影响

一时的风气 ,即如他的恩师欧阳修倡导古文运动 ,一变北宋初

期文坛风气一样。而且苏轼本人的创作也确实是如此 ,他虽

然并未曾刻意留心于流行歌曲 ,但他作词一如他之为人为诗

为文 , “故自灵气仙才 ,所作小词 ,冲口而出 ,无穷清新 ,不独寓

以诗人句法 ,能一洗绮罗香泽之态也。”
[ 5]
很显然 ,苏轼在作词

时并未如北宋初期其他文人如他的恩师欧阳修一样 ,尽管在

庙堂和诗文方面俨然道貌 ,在词坛上却迎合当时流行的 “一致

的概念 ”,与词婉媚的传播特性谋求 “和谐 ”与 “一致 ”。苏轼

只是任凭自己的才气 、豪气一发不可收地倾注在词中 ,似乎丝

毫不顾及词坛已经普及和约定俗成的审美风尚。

其次 ,苏轼的词学主张说明 ,他本人虽然是 “以文章余事

作诗 ,溢而作词曲 ”,但他对词的创作并非完全是率性和无意

的 ,而是有自己不同流俗的见解。也许在词学方面 ,他不像他

的老师欧阳修那样曾经自主地要变革文坛的风气 ,但从他的

只言片语中可以看到 ,他对于词坛沉溺于柳永式的淫冶靡荡

是颇为不满的 ,他从理论上已经认识到自己的创作对于当时

词坛时尚是一种 “不和谐 ”音 ,却压根儿没想过要改变自己的

风格 ,去适应当下的流行 。如果说他并未有意识地要从创作

和理论双方面变革北宋词坛 ,至少他是有意识地想要以自己

不同凡俗的创作给普遍流行的词坛风尚制造 “不和谐 ”音 ,并

且也能意识到以他文坛盟主的地位 ,这种 “不和谐 ”音必然会

带来一定的后果 。例如他在 《与鲜于子骏书 》中写道:

近却颇作小词 ,虽无柳七郎风味 ,亦自是一家 。呵呵 ! 数

日前 ,猎于郊外 ,所获颇多 ,作得一阕 。令东州壮士抵掌顿足

而歌之 ,吹笛击鼓以为节 ,颇壮观也。写呈取笑。
[ 3] (p35-36)

再如他在 《答陈季常书 》中所云:

又惠新词 ,句句警拔 ,诗人之雄 ,非小词也 。
[ 3] (p37)

可见对自己 “会挽雕弓如满月 ,西北望 ,射天狼 ”之类脱尽

“柳七郎风味 ”的豪放之作 ,苏轼是颇以为自豪的 , “写呈取笑 ”

语乃自谦耳;对他人所呈之 “豪放 ”词 ,他也予以相当的肯定 。

在对待词的态度上 ,他甚至直截了当地宣称 “此古人长短句诗

也 ”,一笔抹杀了词与诗的本质区别 ,从他对秦观 “学柳七作

词 ”的批评中也可见其对词的态度 。

这是从传播者苏轼(信源)的主观角度对豪放词所造成的

“不和谐 ”音进行分析 。苏轼对豪放词这一词坛 “不和谐 ”音给

出的合理解释就是:第一 ,从理论与创作上而言 ,词与诗同源

或云词为 “诗之裔 ”,其文学精神是一致的 ,因此既然诗有豪放

一宗 ,词当然也可以 “豪放 ” ,故其创作时不刻意 “剪裁以就声

律 ”, “横放杰出 ,自是曲子中缚不住者 ”;第二 ,词之婉转固然

是一种可贵的艺术风格 ,但若流于柳永式的淫靡则又为词坛

不幸 ,应当力以矫弊 。显然 ,苏轼对于柳永的批评未曾考虑到

柳永词主要适应的传播场境和传播系统 ,未曾考虑到由 “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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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这一特殊的示现媒介连接的传播活动的独特性;第三 ,以

他文坛盟主的地位 ,他有责任有义务对词坛流弊进行矫正 ,如

他对秦观某些作品的批评就体现了他的这种自觉性 。

大众传播研究部分地关注个人是如何处理矛盾或不一致

信息的 ,在提供这些信息时 ,传播者通常表现出想要改变接受

者态度的动机 。态度改变(attitudechange)是能使我们减轻或

消灭不一致所带来的不舒服感或心理压力的诸多方式之

一 。”
[ 4] (p156)

显然 ,苏轼正是想通过文坛盟主的地位和他自己的创作

实践来 “改变接受者的态度 ”,对苏轼而言 ,改变接受者态度决

不仅仅是为了 “减轻或消灭不一致带来的不舒服感或心理压

力 ” ,更重要的是让接受者也认同甚至追随他的创作实践和理

论 ,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扭转当时词坛最为流行的 “一致概念 ”。

基于这三点 ,苏轼非但不在意其 “不合理 ”的创作行为给

词坛制造的 “不和谐 ”音 ,甚至对此是非常高兴并引以为骄傲

的 。因此即使是他的幕士对他进行善意的嘲笑 ,他也不以为

意 ,反以为荣 ,因为在他自己看来 ,他所采取的行为仍然是合

理的 ,并且是应该加以推广的。正如传播学理论所解释的那

样:

人类的一致概念 ,是根据人类以理性的方式行事的观念

而来的 。然而 ,我们也可能试图以合理的或一致的方式来解

释不合理的行为 ,使之合理化(rationalization)。合理化这个概

念强调的是我们自己的愿望 ,即 ,即使我们采取了在别人看来

可能不合理或不一致的那些方式 ,但仍希望 ,这种行为方式在

自己看来显得合理 。
[ 4] (p155)

因此 ,苏轼本人对豪放词是以充满积极与乐观的态度进

行创作 ,并且对他人豪放词作品进行积极回应 ,通过 “诗词同

源 ”的理论来解释自己的 “不合理行为 ”, “使之合理化 ”,在他

的主观方面 , “合理化 ”强调的只是他本人的愿望 ,也就是说 ,

尽管他意识到了自己采取的是 “在别人看来可能不合理或不

一致 ”的创作方式 ,但他仍然希望 , “这种行为方式在自己看来

显得合理 ” 。

如果说 ,从主观方面而言 ,苏轼对自己的 “不合理行为 ”进

行的 “合理解释 ”使他能坦然继续他不同凡响的豪放词创作;

那么从客观方面而言 ,作为接受者(信宿 ,通常为文人或理论

批评家),要迅速地对他人的 “不合理行为 ”进行 “合理解释 ”

就不是那么轻而易举的事了 ,而苏轼 “改变接受者态度 ”的努

力也并非一蹴而就 ,立竿见影的 。对苏轼豪放词的创举 ,接受

者们的态度至少可以分为三种 ,并且这三种态度从苏轼的同

时代人开始一直延续到了清代词学的全盛期 ,可以说是伴随

词学盛衰的始终。

第一种情形 ,正如同苏轼所希望的那样 ,凭借他的创作实

践和理论的努力以及文坛宗主的身份地位 ,接受者的态度真

的发生了改变 。如:

黄鲁(直)亦云:“东坡书挟海上风涛之气 。”读坡词当作如

是观。琐琐与柳七较锱铢 ,无乃为髯公所笑(王士禎 《花草蒙

拾 》)。
[ 6] (p681)

词论家对坡词颇有赞赏推崇备至之语 ,尤其是在 “苏学北

渐 ”的元代 。如王若虚就认为 “千古以来 ,惟推东坡为第一 ”,

并且继承了苏轼诗词同源的文学观点 ,认为 “诗词只是一理 ,

不容异观 ”(王若虚 《滹南诗话 》)
[ 7]
,和苏轼一样 ,完全没有考

虑词所依附之音乐的基本属性。

第二种情形和第一种情形正相反 ,接受者并不接受苏轼

对词风的革新之举 ,仍坚持词的音乐属性和含蓄婉转的情致 ,

坚持词坛既有的 “一致的概念 ”,因而苏轼的努力并未改变这

一类接受者的态度 。即使在当时 ,甚至在苏门文人群中 ,就有

人公然与苏轼唱起了反调:

退之以文为诗 ,子瞻以诗为词 ,如教坊雷大使之舞 ,虽极

天下之工 ,要非本色 。当今词手 ,惟秦七 、黄九尔 ,唐诸人不迨

也(陈师道 《后山诗话 》)。
[ 7] (p268)

即使晁补之承认东坡 “横放杰出 ”, “自是曲子中缚不住

者 ”, “多不谐音律 ”终究是东坡词的一大遗憾 ,因此在晁补之

看来 ,苏轼亦并非真正的当行词家 。

作为苏门中人 ,他们的批评当然是委婉的:

东坡尝以所作小词示无咎 、文潜曰:“何如少游 ?”二人皆

对曰:“少游诗似小词 , 先生小词似诗 ” (《王直方诗

话 》)。
[ 7] (p345)

苏轼明显是带着自负的心态炫耀自己的作品 ,不过张耒

和晁补之似乎不买帐 ,对于苏轼的问题给予了 “狡猾 ”的回答 ,

可谓之为 “婉讽 ”。

再如苏轼挚友李之仪在 《跋吴思道小词 》中几乎遍及北宋

初期著名词人 ,却偏偏对文坛宗主 、他的诗文好友苏轼只字不

提。在这篇跋中 ,李之仪对词与诗的畛域是分得相当清楚的 ,

并且特别强调了词的可歌性 ,因此对于苏轼的以诗为词颇不

以为然 ,在这篇跋中也提出了婉转的辩驳 ,认为长短句 “自有

一种风格 ,稍不如格 ,便觉龃龉 ”
[ 3] (p63)

,更何况苏轼之 “教坊

雷大使之舞 ”乎 ?

苏门文人对苏轼的批评尚且手下留情 ,至多也不过是 “婉

讽 ”,李清照的 《词论 》则对苏轼的词作了直截了当的批评:“学

际天人 ,作为小歌词 ,直如酌蠡水于大海 ,然皆句读不葺之诗

尔。”
[ 3] (p71)

可以说从根本上否定了苏轼革新的精神和努力 。

第三种情形最为尴尬:接受者的态度并未因苏轼的创新

和提倡而有所改变 ,但是基于苏轼在文坛的地位 、影响和他个

人的才华胸襟 ,他们不愿意公然站在苏轼的对立面 ,并且又确

实从内心里欣赏 、推尊苏轼的为人和为文 。另一方面 ,他们也

不愿意放弃以往坚持的 “一致概念 ”,词本来就应该是合乐而

歌的 ,不能歌的还叫什么词呢 ?因此 ,处于这种尴尬境地的接

受者们对于解决这一矛盾要颇费一番心思 。其实 ,传播学理

论对这种尴尬也给出了解决方案:

不调和并不总是造成态度改变 。 ……在选择予以注意的

消息的过程中 ,我们也许会避免那些我们怀疑与自己对世界

的概念相左的消息 ,或者只注意那些与我们的主导参考结构

一样的消息 。
[ 4] (p160)

不和谐理论(theoryofcognitivedissonance)最有趣之处是

对信息的寻求与躲避 ,我们通常称之为选择性接触(selective

exposure)和选择性注意(selectiveattention)。”
[ 4] (p168)

苏轼制造的 “不调和 ”没有造成这部分接受者的态度改

变 ,这部分接受者于是采取了 “选择性接触 ”和 “选择性注意 ”

的方法 ,从而 “避免那些怀疑与自己对世界的概念相左的消

息 ,或者只注意那些与主导参考结构一样的消息 ”。换言之 ,

在词的传播世界里 ,为了尽量减弱苏轼作品与词的主流创作

之间的 “不调和 ”,这部分接受者就总是按照他们自己的意见

去 “选择 ”其作品中与主流词风 “一致的 ”或者是接近 “一致

的 ”的作品 ,来缓和意见冲突 。也就是说 ,他们选择了东坡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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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婉约或是接近婉约的作品 ,却有意识地回避了东坡词粗豪

雄放的那部分 。如:

近世作词者 ,不晓音律 ,乃故为豪放不羁之语 ,遂借东坡 、

稼轩自诿。诸贤之词 ,固豪放矣 ,不豪放处 ,未尝不叶律也。

如东坡之 “哨遍 ”、《杨花 》“水龙吟 ”,稼轩之 “摸鱼儿 ”之类 ,则

知诸贤非不能也(沈义父 《乐府指迷 》)。
[ 6] (p282)

人赏东坡粗豪 ,吾赏东坡韶秀。韶秀是东坡佳处 ,粗豪则

病也(周济 《介存斋论词杂著 》)。
[ 6] (p1633)

这部分评论者力举东坡词中亦有协律和 “韶秀 ”之作 ,来

反驳那些东施效颦的 “仿豪放 ”之作 。

作为豪放派之祖 ,苏轼的创新之举引起了词坛经久不息

的风波 。作为文坛巨擘 ,苏轼以其个人魅力对词坛进行的改

造确实导致了相当一部分接受者的态度改变 ,并且随着词的

传播活动日益脱离示现媒介系统而进入再现媒介系统时期 ,

苏轼所倡导的豪放一派也越来越获得更多人的认同 ,并且通

过辛弃疾的发扬蹈厉 ,终于在婉约派之外别立一宗 ,不容忽

视 。

值得注意的是 ,自苏轼开始的豪放词接受者态度的改变

一直要到辛弃疾这里才最终完成 。换言之 ,对苏轼持批评态

度的多是苏轼的同时代人 ,因为在当时 ,词正处于示现媒介系

统的鼎盛时期 ,因此在这一时期所表现出来的婉媚特色是尤

为值得重视并且不易撼动的;在词彻底脱离示现媒介系统时

期之后 ,尤其是元代 、清代词坛 ,论者对苏轼的评价就更加通

达而不再拘泥于协律与否了 。在辛弃疾之时 ,以示现媒介系

统为主的歌者之词阶段被以再现媒介系统为主的文人词阶段

所取代 ,接受者对不以协律为目标的豪放词的心理接受就相

对自然得多 。尽管在辛弃疾之后 ,词坛又为注重音律的风雅

派所控制 ,但豪放派别是一宗的地位已经稳固 ,豪放词作为词

坛的 “不和谐 ”音不再引起接受者们的 “恐慌 ”,婉约词独占风

流的时代也结束了 。

如果说 ,词由 “婉 ”至 “婉约 ”的发展进程是其传播模式及

性质改变的必然结果 ,是一种 “有序的 ”变化过程 ,也是 “可预

见 ”的变化趋向 ,因为再现媒介系统时期的 “婉约 ”只是在示现

媒介系统时期的 “婉 ”的基础上的延伸与扩展 ,并未从根本上

动摇词在示现媒介系统时期已经奠定的某些基本特质 ,也无

须说服接受者的 “态度改变 ”。那么 ,对豪放词而言 ,走过的路

线就要比婉约词曲折得多 、坎坷得多 ,首先因为它的出场并未

形成一个声势浩大的传播群体为其呐喊助威 ,仅仅只是通过

苏轼一人的创作和理论试图扭转已历经数百年奠定的 “婉媚 ”

之词坛格局 ,此举连他的亲密门生好友都持保留意见 ,但是苏

轼文坛宗主的地位与 “极天下之工 ”的创作仍然在夹缝中为豪

放词争得了一席之地 。自苏轼首倡以来 ,接受者对豪放词的

态度长期游离在三种倾向之中 ,直到辛弃疾的出现 ,豪放词在

接受者心目中的地位才得以获得质的改变 。这首先是因为在

豪放词创作这一方向上 ,辛弃疾以其才情 、性情继续为词注入

了奔腾不止的 “真气 ”、“奇气 ”,并且比苏轼更为有幸的是 ,辛

弃疾以他在南宋词坛上的地位和影响聚集了一群豪放词的忠

实拥护者 ,在南渡初期词坛上营造了颇为浩大的声势 ,从质量

和数量上都足以引起接受者的关注进而促使接受者态度的改

变 。

然而 ,豪放词虽然经由苏轼到辛弃疾的努力 ,终于在词坛

上获取了不容忽视的地位 ,但豪放词面临的接受者态度相对

于婉约词来说仍然是矛盾的 ,徘徊的 ,因此它始终只能属于婉

约词正统地位的旁系 ,作为 “别格 ”、“别宗 ”、“变体 ”、“变声 ”

的身份而存在 ,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内始终是婉约词之外的 “不

和谐 ”音 。苏轼面临过的三种态度 ,在豪放词派的整体创作这

里也始终存在。而且接受者们对待豪放词创作的态度一直相

当谨慎:非有苏轼和辛弃疾之性情与才情 ,千万别轻易鼓吹自

己是豪放派 ,而堕入叫嚣粗率一流 ,如:

后人以粗豪学稼轩 ,非徒无其才 ,并无其情。稼轩固是才

大 ,然情至处 , 后人万不能及 (周济 《介存斋论词 杂

著 》)。
[ 6] (p1633-1634)

辛稼轩 ,词中之龙也 ,气魄极雄大 ,意境却极沉郁 。不善

学之 ,流入叫嚣一派 ,论者遂集矢于稼轩 ,稼轩不受也(陈廷焯

《白雨斋词话 》)。
[ 6] (p3791)

因此豪放词虽卓然一派 ,但仅少数有真性情真抱负真才

气之人才能为之 。换句话说 ,婉约词可学 ,因其技巧有律可

循 ,有法则可资参考 ,作者可以通过文字的琢磨 、音律的考究

达到相当的造诣;豪放词却不可学 ,因它没有特定的法则和规

律可循 ,只能凭借个人的才气自然喷发 ,因此学豪放词之人往

往流于东施效颦 ,贻笑于大方之家 。更进一步说 , “婉约 ”之正

声是可以模仿且应该模仿学习的 , “豪放 ”之变调却要视个人

才力为之。就像交响乐演奏中的 “不谐和音 ”一样 , “不谐和

音 ”的出现是为了以其相对尖锐和刺激的特点跟主旋律形成

鲜明的对比冲突 ,以达到特殊的艺术效果 。而豪放词作为 “不

和谐 ”音 ,如果释放恰当 ,也会给以婉约为主旋律的词坛带来

“别是一番滋味 ”的惊喜 ,为主旋律营造不同凡响的艺术效果 ,

但也就像交响乐中的 “不谐和音 ”一样 ,豪放词作为词坛的 “不

和谐 ”音也永远只能作为婉约主旋律的对比出现 ,永远不可能

取代婉约的主旋律 ,甚至也不可能以 “平分秋色 ”的姿态与婉

约的主旋律相抗衡 。正所谓 “词曲不尚雄劲险峻 ,只一味妩媚

闲艳 。便称合作 。是故苏长公 、辛幼安并置两庑 , 不得入

室。”
[ 8] (p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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